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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作为欧洲问题：

涂尔干对现代国家问题的最后思考

李英飞

内容提要：本文以涂尔干论述的黑格尔的社会理论为线索，系统考察

了涂尔干在其最后岁月对现代国家问题的思考。本文认为，涂尔干在思

考现代国家问题时，黑格尔的社会理论始终是作为其国家理论的参照面

而存在的，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一战期间对“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思考。

借助这一线索，本文不但揭示了英法两国个人主义在现代世界所面临的

危机，同时还揭示了德国在应对该危机时所形成的国家形态对欧洲的个

人主义文明构成的根本性挑战，涂尔干对其国家理论的修正正是出于此

原因。最后，本文尝试提炼了涂尔干对现代国家问题诊断的社会病理学

分析框架。

关键词：黑格尔；市民社会；现代国家；社会病理学

一、引 言

1914年爆发的一战，不仅夺去了《社会学年鉴》众多年轻成员的生命，也

夺去了涂尔干的生命：1916年2月，安德烈确认死亡，第二年，也就是1917年
11月，未能走出丧子之痛的涂尔干溘然离世。面对这场欧洲大危机，涂尔干

对现代国家问题曾有过深入思考。马塞尔·莫斯在1925年复刊的《社会学年

鉴》新系列第一辑“纪念：涂尔干和他的合作者未发表的作品”中，开篇介绍

涂尔干时就曾指出过，涂尔干在 1915—1916年部分修正了他的国家理论。

然而，由于涂尔干1902年到达巴黎后改变了完整写下讲稿的习惯，这些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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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即“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课程的授课内容、写于战争期间的草稿和

概要，没能保存下来。

不过，莫斯提供了两个关键线索：第一，“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属于涂

尔干离世前最想出版的《论道德》一书的一部分；第二，涂尔干修正国家理论

的决定是在“他研究了德国文献，特别是特赖奇克（Treitschke）的著作之后”

作出的（Mauss，1925：9）。此后由布特鲁、涂尔干、安德勒、柏格森等人发起

成立的战争研究文献库于 1915年出版的《德意志高于一切——德国的心态

与战争》和《谁想要战争？——从外交文献看一战的起源》两本小册子，特别

是前者，为揭示他对现代国家问题的“新关切”提供了可能，因为在这本小宣

传册中涂尔干分析的对象便是特赖奇克的著作。

事实上，莫斯提供的第一条线索的意义更在于，人们由此获得了一个重

新审视涂尔干对现代国家问题最后思考的契机。这个契机因黑格尔而获

得，因为无论是在该课程中，还是接着对当时法国思想状况的分析里，涂尔

干都提到了黑格尔的社会理论，并将其作为他思考现代国家问题的对立面；

涂尔干在其最后岁月中发现的特赖奇克更是一名黑格尔主义者。也就是

说，黑格尔构成了理解涂尔干国家理论及其发展，以及他最后分析德意志何

以成为欧洲问题的一条线索。但是借助黑格尔审视涂尔干国家理论的做

法，在此之前却只是作为涂尔干道德学或国家理论的某种色彩，与其说更加

有助于理解涂尔干，还不如说造成了理解涂尔干的一种障碍。

这一做法起始于这样一种观察：1886年，涂尔干在其发表的《社会科学

研究》一文中将社会学区分为特殊科学和一般社会学，并把前者具体划分为

三门特殊科学，其中一门便是国家科学。虽然他在1887年《社会科学课程首

讲》中取消了这一分类，但在 1898年正式出版的《社会学年鉴》中，又将其放

置在了“道德和法律社会学”一栏。也就是说，他认为国家科学属于道德和

法律科学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涂尔干借助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概念将一般

社会学的首要研究对象规定为集体意识这一社会心理现象（涂尔干，2020h：
360）。在 1888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家庭社会学导论》中，涂尔干进一步将

习俗规定为最能概括他所谈论的整个集体现象序列的基础性概念，并把它

区分为两类：松散的带有公共舆论色彩的风俗和逐渐固定或结晶而成的实

定法（涂尔干，2020a：503）。基于道德科学与法律科学之间的连续性（涂尔

干，2020h：361；Callegaro，2015：2；李英飞，2022：166）和他一开始便试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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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有关道德的实证科学诉求（涂尔干，2020a：3、511，2020b：269；陈涛，

2019：1-7），涂尔干在波尔多大学任教以来开设的社会学课程：“论家庭”和

“论职业群体与国家”，几乎囊括了所谓客观伦理（l’éthique objective）的全部

内容：从家庭道德、职业伦理、公民道德到人类道德。

因此，当涂尔干指出“国家是社会思维的器官”且“国家首先是道德纪律

的典型机构”时（涂尔干，2020b：79、102），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要将国家理

论置于其道德学说体系之中，莫斯提示的意义就在于此，特别是从1901年开

始，涂尔干更明确地将社会学规定为对诸制度（institution）的研究（涂尔干，

2020h：21、449），因为他的道德学说具有了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极其相似

的立场和结构。所以，尽管尚且无法充分证明涂尔干是如何受到黑格尔思

想的影响的，但正如霍耐特所言，“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即使这位社会学家本

人没有读过黑格尔的任何一句话，结合道听途说和间接接受就足以促使他

成为社会学领域内德国观念论的主要代表”（Honneth，2021：20-21）。言外

之意是，涂尔干的思想体系与黑格尔思想之间的这种平行关系乃至亲和性，

让人们禁不住将其思想与这位德国观念论集大成者相比附（Knap，1985：2；
Müller，1993：102；Jones，1999：48；Colliot-Thélène，2010等）。

显然，这里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种比附或贴近，而是一种距离。本文接下

来对涂尔干有关现代国家问题最后思考的考察，既不是从职业团体之于克

服由德国所反映出来的现代政治社会危机的意义（魏文一，2014：59-96；
Müller，1993：101-102），也不是从“高于”（Über）概念考察德国民族主义起源

来展现涂尔干的社会病理学对诊断现代国家问题的独特价值（Karsenti,
2015：11-51），或者仅仅是梳理涂尔干在《德意志高于一切》中所表达的国家

立场（Giddens，1986：29-30），而是力图借助涂尔干论述的黑格尔的社会理

论线索，从其思想内在发展的角度，揭示促使他对已有的国家理论作出修正

的原因和他究竟作出了哪些方面的修正。唯此，才能公允地评价涂尔干对

现代国家问题最后的思考之于当前现实的意义。

二、一种新形式的城邦崇拜的出现

我们先从涂尔干修正之前的国家理论开始。按照莫斯的说法，在战争

之前，“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这门课在巴黎大学又讲授过两次，沿用的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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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多的讲稿，也是最后保存下来的讲稿。涂尔干修正之前的国家理论，便

是指该讲稿中的理论。事实上，在 1898—1899学年波尔多大学开设的社会

学课程中，涂尔干讲授了后来被英译者改称“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的《社会

学教程》中的两部分主体内容：职业群体和国家（Datta & Noël，2020：77）。从

这一学年的教学内容来看，涂尔干至少完成了两项任务：首先，他完成了在

《社会分工论》未及展开讨论，又在《自杀论》中一笔带过的对法团或职业群

体的专门研究，这项研究成为《社会分工论》第二版序言“对职业群体的几点

评论”（1902年）的底本；其次，他不但再次讨论了已在《社会分工论》中展开

的有关国家之本质的观点，还系统回应并提出了他对国家诸形式也即各种

政体的见解，特别是借助后者，涂尔干重新定义了现代民主制，并将他的观

点与当时流行的国家理论区别开来。

尽管此时涂尔干思考的是如何处理法国的政治历史遗产问题，但他已经

意识并看到了一种将国家再次神秘化的趋势，而正是在这份讲稿中，涂尔干第

一次提到了黑格尔的社会理论以及他对后者的立场。在回答国家追求的目的

时，涂尔干列举了个人主义和神秘主义两种截然对立的解决方案。在有关个

人主义的方案中，涂尔干将斯宾塞、经济学家所阐释和捍卫的功利主义传统个

人主义与康德、卢梭以及精神主义学派①所拥护的个人主义放置在一起，而在

谈到国家持神秘目的的解决方案中，涂尔干说道：“黑格尔的社会理论在某

些方面给予了它最系统的表达。”（涂尔干，2020b：82）
从接下来的论述可以看到，涂尔干提及黑格尔的社会理论，不仅是出于理

论史的考虑——涂尔干的一贯风格是在系统检视已有理论观点之后，再提出

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更是出于对当时法国思想状况的担忧。涂尔干说道：

上述观点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这不仅是出于思辨和历史兴趣，而

且是因为上述观点正利用当前思想的混乱开始了某种复兴。我们的国

家曾对此充耳不闻，如今正得意地准备好迎接它了。因为我刚才解释

的旧的个人目的已经不再足够，所以我们拼命地转向相反的信仰，放弃

对我们父辈来说已经足够的个人崇拜（le culte de l’individu），我们试图

以新的形式恢复对城邦的崇拜。（涂尔干，2020b：83）

① 又译作唯灵论，是由维克多·库赞创立的折衷派（l’école éclectique）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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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把当时法国试图复兴城邦崇拜，放弃个人崇拜的思想状况与黑

格尔的社会理论联系起来，视二者为对立关系。他发表于1898年的《个人主

义与知识分子》一文对这种思想状况的转变描述得更为清楚。在这篇文章的

开头，涂尔干便指出，支持德雷福斯的派别所秉持的个人主义被斥为导致法国

深陷分裂的根源，必须遏止。这种个人主义显然不是指斯宾塞和经济学家所

坚持的个人主义，而是指康德、卢梭和精神主义者坚持的不易被克服的个人主

义，也是涂尔干口中“对我们父辈来说已经足够”的个人崇拜。

正如所预期的那样，为了捍卫法国的这种个人主义，涂尔干首先将其与

英国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区分开，也正是在此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涂尔干所

说的法国“曾对此充耳不闻，如今正得意地准备好迎接它了”。涂尔干说道：

“所有这些个人主义理论家对集体权利的敏感并不亚于对个人权利的敏感，

这已经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然后他根据“学说首先是根据其成果来判

断的”，即“是由这些学说所产生的精神来判断”，描述了这样一段思想谱系：

“从康德哲学中产生了费希特的伦理学，费希特的伦理学已经充满社会主义

味道了，然后是黑格尔哲学，而马克思又是黑格尔的信徒”。也就是说，无论

是康德还是卢梭——涂尔干提到，“至于卢梭，我们知道他的个人主义是如

何与社会的专制概念并置在一起的”——甚至是精神主义者，在他们的思想

中均存在两种相反的思想取向（涂尔干，2020g：558-559）。最后，他又说，当

人们将这些思想与功利主义放置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思想内部的相反倾向

就会消失。换言之，德法这些思想家的立场都与功利主义对立，甚至是从这

种对立中产生的。所以，当时法国对黑格尔思想的接受，正是这些捍卫个人

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和精神主义学派（Kelly，1981：37-42；Strenski，1989：144-
146），而不是那些德雷福斯事件中，持反德雷福斯立场的天主教徒、军国主

义者、极端民族主义者、君主主义者（吕一民等，2019：42）。

然而，相比德雷福斯派内部信仰的这种变化，涂尔干更是在德雷福斯事

件中看到了法国在 1870年普法战争中战败后集体心态上的变化：除了极少

数知识分子之外，法国人不分党派地都倒向了一种新形式的“城邦崇拜”。

这已不是简单地用黑格尔式的“集体权利”来否定功利主义个人主义，而是

对法国自身的个人主义传统也构成了威胁。因为当法国人开始“拼命地转

向相反的信仰”时，爱国主义演变成了民族主义乃至黩武主义。在 1899年

《新人道报》的一项“对战争和黩武主义的调查”中，涂尔干说得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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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1870年的记忆和为失败复仇的欲望，使法国对其军队这一必要

的复仇工具投入了真正的迷信般崇拜。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一直认为该

观念是至高的观点且允许自己被这种观点所吞没。结果，军队不再是

像其他职业一样的职业，它变成了一种不可触犯的、神圣的事物。仅仅

将它提交给理性的批评这一事实就具有亵渎的效果。难道它没有被宣

布为不会犯错吗？毫无疑问，这种拜物教有很多长篇大论，我知道；我

甚至想说，我害怕这种东西，因为这种所谓的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表现

使我们无法像我们应该做的那样，培养一种更严肃的爱国主义。然而，

事实是，军队因此获得了过高的威望，我们终于开始看到了它的危险。

（涂尔干，2020f：580）

涂尔干在这里还描述了他后来在一战中在德国看到的类似情形：“一个

社会群体由于被分开并凌驾于（au-dessus）其他群体之上，必然会自我孤立，

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毫不同情地看待周围社会的想法、需求和向往”（涂尔

干，2020f：581），只不过这里指的是军队。因此，1870年的战败不但激起了

法国人的爱国热情，也把对德国的复仇情绪植入了“对祖国神圣的爱”中，从

而使得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将以往的“人道主义之梦”抛在了一

旁，甚至支持殖民政策（阿泽马等，1994：122-127）。也正是这一战败所导致

的复仇激情，让犹太人这一特定的群体成了替罪羊（涂尔干，2020f：584），而

德雷福斯事件折射出的法国反犹主义，最为深刻地体现了对个人主义原则

的违背。

在此基础上，再来看1898—1899学年的这份讲稿，我们就能体会到涂尔

干借黑格尔社会理论所说的法国这种新形式的城邦崇拜之本义了。

从这一观点出发，有人说，每个社会都有一个高于个人目的的目

的，这个目的与后者无关，而国家的作用是追求实现这一真正的社会目

的，个人必须是一个工具，其作用是执行那些他没有参与制定的、与他

无关的设计。为了社会的荣耀，为了社会的伟大，为了社会的财富，他

必须工作……他得到了这份荣耀的几缕光芒；这种伟大也体现在了他

的身上，而且足以使他对超越于他的目的感兴趣。（涂尔干，2020b：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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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尽管绝大多数社会都以“国家权力的不断增长，国家名誉荣

耀的不断增添”作为“公共活动的唯一或主要目的”，但涂尔干认为，持上述

观点的这些社会却由此具有了某种宗教特征，即“国家的命运和被崇拜的众

神的命运被认为是息息相关的”“公共宗教和公民道德被融合在一起”。换

言之，国家像古代城邦那样被提升至了另一个神圣世界，“个人利益和需求”

被完全漠视（涂尔干，2020b：84）。

不但如此，国家和个人之间存在的这条沟壑，不仅使国家具有了神秘性，

也使“凌驾于”或“高于”成为一种民族主义的语言。在1907年法国哲学协会

的一次讨论会上，涂尔干说道：“将法国文化置于其他文化之上，即使它是革命

性的，这难道不是民族主义语言吗？”“如果我们注定只能通过将法国置于其他

一切之上来制造爱国主义，那将是毫无希望的”（涂尔干，2020g：584）。

三、作为异教道德的“德意志高于一切”

事实上，从波尔多大学 1898—1899学年讲稿到 1915—1916年涂尔干对

其国家理论作出修正之间，莫斯所谓的涂尔干在一战期间出现的对现代国

家问题的“新关切”并非无迹可寻。因为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激起的法国民

族主义及黩武主义和一战期间出现的“德意志高于一切”的德国心态极为相

似，都与这种新形式的城邦崇拜有关。但是从对现代国家问题造成的挑战

来看，德国在一战中的表现又超过了法国。因为在法国表现出的这种崇拜

更为集中地体现在了德意志这个国家，甚至对国家至上性（supériorité）的追

求还发展成了泛日耳曼主义（涂尔干，2020f：458、487）。所以，从 1898—
1899学年讲稿和《新人道报》的调查到 1907年法国哲学协会会议上对民族

主义的表态，再到1915年《德意志高于一切》，我们看到了一条涂尔干已有预

示但始料未及的线索，而正是后者迫使涂尔干对其国家理论作出部分修正。

所以，我们需要再次回到1898—1899学年的讲稿。在这份讲稿中，涂尔

干描述了这样一个问题框架：

我的意思是说，冲突已经在各种同样高尚的情感中产生出来了，一

方是我们将其与民族理想和体现它的国家结合起来的情感，另一方是

与人的理想和普遍人类相结合的情感。总之，这种冲突是爱国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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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义之间的冲突。古代世界不知道这样的冲突，因为那时候，只有

一种崇拜才有可能存在，即国家的崇拜：国家的公共宗教是国家的象征

形式。……今天的所有人都认识到，在民族生活之外还有更高领域其

他力量的存在……我们看到人们所追求的理想，已经摆脱了世界某一

地区、某一人群的地域条件或族群条件，超越于所有特殊的事物，逐步

达到一种普遍性。（涂尔干，2020b：102-103）

涂尔干区别了黑格尔的“城邦崇拜”式国家理论与他意欲揭示的现代国

家理论。其差别在于，在古代世界，除了国家（城邦）之外，并没有更高的秩

序存在，而在现代世界，这种更高的秩序便是对普遍人性的崇拜。涂尔干将

当时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①和黩武主义诸

问题，一并置于以国家“作为现存最高的组织社会”为前提的爱国主义和世

界主义之冲突的调解框架之内，而对普遍人性或个人的崇拜，即由此奠定的

“公民宗教”则成为现代政治的归宿。显然，一旦黑格尔社会理论中所展现

出的“城邦崇拜”在现实中出现，其问题框架便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

这种挑战在1915年《德意志高于一切》这本宣传册中表述得更为直接和

明确。涂尔干从俾斯麦的好友、曾在柏林大学任教且后来对德国政治思想

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样是一名黑格尔主义者的特赖奇克那里发现，由他传达

出的当时德国人的国家观念“就是希腊哲学家赋予该词的含义：国家是完全

自足的”，不仅“不承认任何高于它的力量”，而且体现这种绝对性观念，即德

国人从小就被灌输的著名准则“德意志高于一切”，本质上是对异教道德的

回归，甚至可以说只是回到了古罗马的部落或城邦道德，连古希腊的都不是

（涂尔干，2020f ：451-452、467-468）。涂尔干说道：

在这种道德中，我们找不到我们所实践的道德。因为对我们来说，

也就是对所有文明化的民族，以及对所有在基督教熏陶下而形成的民

族来说，道德的目标首先是实现人性，把它从贬低它的奴役中解放出

来，使它更有爱，更博爱。因此，说国家必须对伟大的人类利益充耳不

① 除德雷福斯事件之外，从1905年关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讨论可知，涂尔干所面临的问题

还有工人运动所掀起的国际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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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就是把它置于道德之外和之上。（涂尔干，2020f ：468）

简言之，德国的国家观念彻底否定了自希腊罗马之后由整个基督教文

明孕育出的具有普遍性的现代国家与公民相互间义务关系的理念和价值，

即作为欧洲现代社会根基的个人主义道德①。

由此，我们还发现了一条导致涂尔干国家理论演变的线索：在1898年题

为《个人主义与知识分子》的文章中，涂尔干为捍卫个人主义价值，回击这种

新形式城邦崇拜，在看到有人赞扬基督教道德邀请他声援时，他指出，“基督

教的独创性恰恰在于个人主义精神的显著发展”，而“城邦的宗教完全是由

缺乏精神实践的物质实践构成的”，简言之，相比于城邦宗教的拜物教性质，

基督教作为一种内在精神信仰，在人性被奠定为基督教社会（欧洲社会）道

德生活核心的过程中起到过关键作用，因为“道德生活的中心从外部转移到

了内部，个人被确立为自己行为的最高裁判”（涂尔干，2020g：565）。而在

1915年发表的《德意志高于一切》中，涂尔干认为，“如果把人性该有的价值

从道德价值中简单地抹去，基督教社会在过去两千年来为将这种理想中的

某些内容变为现实所做的全部努力都被认为是不存在的，那将是历史的耻

辱，更是道德的耻辱”（涂尔干，2020f：467）。涂尔干将他对法国人的批评移

植到了对德国的批评上。他认为，基督教本身构成了高于国家的更高秩序

的基础，而现代国家必须具有人性且以此为目的。

正是在此基础上，在 1899年《新人道报》的“对战争和黩武主义的调查”

中，涂尔干对战争的预期做了如下表述：

古代的文明形式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而是日渐式微……虽然战

争将始终存在，但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的位置越来越小。战争的天敌是

人类的手足之情，人对人之普遍同情，不论其种族出身和民族②。然而，

① 卡尔桑提认为，特赖奇克有关基督教道德的论述可能并不是如涂尔干所说的那样是严重的误解，

为权力政治服务，而是属于基督教在德国发展出的另一支，即以发展人格（personnalité）而不是发展人性

为目的的基督教道德形态，其源头可以追溯至路德的宗教改革（Karsenti，2015：43-46）。
② 这里的民族是指基于文明共同体的族群。在1905年关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讨论中，涂尔干

对祖国（patrie）、国家（État）、民族（nationalité）、民族国家（nation）等概念及其关系做了更为详细的阐释

（涂尔干，2020f：649-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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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种情感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它仍然只在同一文明的民族之间获

得充分的力量，而且即使在同一文明的民族之间，它仍会经历多次短暂

的失效。野蛮人的痛苦要像文明人的痛苦那样深深地触动我们，我们

离这样的时代还很遥远，而民族自尊心（l’amour-propre national）不止一

次地成功抑制住了人类团结的情感。（涂尔干，2020f：579）

涂尔干认为，同一文明民族间所产生的人之普遍同情是和平的基础，但

作为古代文明形式的战争仍会遗存在现代文明世界，其原因就在于民族自

尊心的存在。涂尔干在1898—1899学年讲稿中论述过民族自尊心（涂尔干，

2020b：106），1915年在《德意志高于一切》中亦有过相关表达；在他看来，只

要国家存在，就会有集体人格或集体/社会自尊的存在，而这种自尊心又极其

敏感（涂尔干，2020b：106；2020f：452-453；2020d：292）。但让他始料未及的

是，接下来构成战争威胁的，既不是民族自尊心，又不是劳工界新出现的“对

祖国采取暴力、攻击、否认态度的国际主义”（涂尔干，2020g：583），而是在同

一文明下产生的国家意志的狂热（manie du vouloir）（涂尔干，2020f：488）。

至此，我们获得了涂尔干的“新关切”。基于上述两条线索，我们可以将

《德意志高于一切》视为对“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课程中有关“国家”论题的

深化，就像后者是对《社会分工论》中“职业群体”议题的深化一样。军队因

法国人对德国的复仇欲望获得了高于其他一切群体的地位，“德意志高于一

切”心态的产生则是因为国家彻底摆脱了国内外社会和各民族团体的束

缚，而由此产生的国家意志的狂热让德国彻底回归到了古代城邦式的黩武

主义：将民族理想与国家结合并试图通过军队来实现普遍霸权。所以，在

特赖奇克的《政治学》中，涂尔干看到了德国的这种回归既否定了由基督教

文明所奠定的欧洲秩序，也否定了现代国家作为文明成果呈现的现代共识

（涂尔干，2020f：475）。接下来会看到，虽然该国家形态与他此前处理的契

约国家论同处于个人与国家相对立的理论框架中，但所遭遇的危机已有着

根本的不同。

四、从城邦崇拜到市民社会或者相反

涂尔干要部分调整或增加对这部分国家形态的思考，并试图找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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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涂尔干认为，德意志的国家形态奠基于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

对立”的理解之上，而意志狂热产生的原因也将由此得到解释。也就是说，

涂尔干的“新关切”将再次与黑格尔的国家理论的另一变体相遇。因为对于

德国而言，黑格尔是其时代唯一认识到经济领域在现代政治中重要地位的

哲学家（参见阿维纳瑞，2016：6），而他基于市民社会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理

论对后世的影响，除了前文提及的马克思，还有特赖奇克。

从涂尔干对黑格尔社会理论的关注点来看，在 1898—1899学年的讲稿

中，即前文提到的“公共宗教和公民道德被融合在一起”，涂尔干论及的主要

是黑格尔写作《法哲学原理》之前的国家理论，而黑格尔有关市民社会的思

想是被忽略的。因为在耶拿时期之前，黑格尔主要关注的是宗教问题。黑

格尔试图以古希腊城邦的伦理为典范，通过回到康德之前的政治哲学传统

中去寻求“公共宗教与公民道德”的合一。换言之，在耶拿时期之前，黑格尔

希望通过对现代异化的基督教进行改造，构建一种人民宗教来克服宗教与

公共生活的分离。这是一种将古典公民宗教作为典范构造的国家理论。但

是到了耶拿时期，随着《论自然法的科学探讨方式》和《伦理体系》的发表，黑

格尔逐渐走出古典范式，直至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市民社会理论。所以，

当涂尔干评论特赖奇克的政治思想时，他对黑格尔社会理论的关注点出现

了从前期到后期的转移。

然而，涂尔干在1898—1899学年讲授“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时，似乎就

已经熟悉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因为早在1892年，他的好友让·饶勒斯就

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写进了博士论文《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饶勒斯，

2009：18-25），这也是涂尔干看到的法国人“拼命地转向相反的信仰”的征兆

之一。而在同时期《社会分工论》中讨论划分社会类型标准时，涂尔干也已

在亚当·斯密奠定的政治经济学传统中遭遇过文明社会/市民社会（société
civile）理论。所以，涂尔干将德国问题归结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对

立”，显然针对的不是黑格尔而是特赖奇克，或者按照他在前文所言“学说

首先是根据其成果来判断的”，以他把康德哲学后续成果归入社会主义阵

营的标准来看，黑格尔国家理论后续命运大体上也是按照这种方式展开

的。因为只有在一战爆发后，涂尔干才从特赖奇克那里看到德国采取了迥

然有别于英法两国应对个人主义危机的做法，并将其重新带回了黑格尔国

家理论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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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1917年《对“未来的政治”的一项调查》中的表述对比，这种处理上的

差别体现得特别明显。涂尔干就战后法国政治走向指出，法国所面临的依

旧是主导19世纪的如何把经济生活组织起来的问题，除了圣西门及其信徒，

也就是社会主义思潮提供的如何将经济生活“社会地组织起来”之外，此前

“关于个人和国家的行动的古典理论可以提供给我们的经验是如此之少”。

但从他接下来所举的战时英国例子中可以看到，古典经济学所提倡的个人

完全自由已被改变；不但如此，不仅作为个人主义乐土的英国的“个人不再

被赋予完全的自由”，已有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也表明“旧有的国家和

个人之间的对立，特别是在工业秩序中，现今已经成了一种陈旧观念”（涂尔

干，2020f：598-599）。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对立关系的解除，不是一方对另

一方的压制，而是在相互承认的前提下所做的妥协。但是该问题在特赖奇

克这里得到了相反的处理。涂尔干引用特赖奇克的话说：“市民社会是一切

能够想象得到的利益冲突粉墨登场的戏剧舞台，留给他们自己的，只能是一

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而国家不同，“国家是稳定的，并与瞬息万变的市民

社会相对”。所以，涂尔干认为这里浮现出了德国旧传统中的个人与国家之

间的对立，在特赖奇克看来，“让这明显对立的两种力量统一起来并形成一

个整体的唯一方式，就是使一方臣服于另一方”，就是“以暴制暴”的权力

（puissance/ Macht），也就是说，德国的“统一、秩序和组织”完全依赖于这种

外在权力（涂尔干，2020f：473-474、476）。

不仅如此，特赖奇克还认为，“对内和对外，国家必须坚决地维护自己的

这种权力”，而泛日耳曼主义的本质就是将这种权力施加于其他民族之上，

追求普遍霸权。所以，这种权力或对外战争还蕴含着一种民族理想或一种

“政治理想主义”，并且这种理想主义能引导人们克服利己主义，从庸俗的对

物质财富的追求中超脱出来。我们看到特赖奇克用了类似黑格尔批评康德

永久和平论的表述：“和平则是‘物质主义的王国’，它是个人利益对奉献牺

牲精神的胜利，是平庸低俗对高贵生活的胜利”，简言之，战争成了国家克服

市民社会内在私人利益冲突和物质主义的道德出路（涂尔干，2020f：456-
457、477、486；黑格尔，2016：462-463）。由此可见，此时德国人处理市民社

会道德危机，本质上已不再是法国社会主义思潮所反映的问题了，其本身就

构成一种新的危机。这种类似于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提及的以自然之力取

得（acquisition）主权的国家，已不属于契约国家论范畴（Hobbes，199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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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更不同于黑格尔的国家理论所指涉的对象。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通过引入现代国民经济学把原属家政学的

部分纳入实践哲学，试图在家庭和国家之间产生出“一个去政治化的社会，

并且其重心转移到了经济上面”（里德尔，2020：181），其目的是要克服契约

国家论或法国大革命的不足，同时赋予现代个体的主观自由以正当性。所

以，黑格尔一方面强调国家不能同市民社会相混淆，否则国家就被降格为保

障和保护财产权和个人自由的机构，成了一种利益和任意的结合；另一方面

又强调市民社会中的个体权利和特殊利益在古代国家中是不被接纳的，因

为在古代个体是没有内在性和权能的，其主观目的同国家意志完全一致（黑

格尔，2016：346、383-384、390-393）。因而，黑格尔的国家理论统合了古今

两个框架：“家庭-国家”二分的亚里士多德路径和“自然状态-市民社会”（so⁃
ciété civile）二分的霍布斯路径（博比奥，2021：23-24）。借助“家庭-市民社

会-国家”架构中市民社会这个第二家庭/普遍家庭，国家获得了独立性并与

古代国家区别开来。同时黑格尔亦指出，只有在前两个环节“都保持它们的

强势时，国家才能被看作一个肢体健全的和真正有组织的国家”（黑格尔，

2016：390），也就是说，三者互为前提。

黑格尔认为，“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把主

体性的原则推向完成，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

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它本身中保存这个统一”。换言之，现代国家不必像

古代国家那样搁置或压制特殊利益和个体自由，而是充分接纳涉及个体主

观意志的权利、利益和需要，同时作为差别环节的市民社会（或需求体系）的

统一亦不必借助国家的权力（Macht），而只需凭借个体对特殊利益的追求，

即以权利和义务的方式与国家发生关联时就可以实现统一，因为“国家所要

求于个人的义务，也直接就是个人的权利，因为国家无非就是自由概念的组

织化”（黑格尔，2016：390、392）。在黑格尔那里，尽管要实现统一，除了自我

教化，还需要司法、警察（旧时的行政）和同业公会（corporation）的保障和保

护，但显然不再求诸国家的权力和压制。然而，黑格尔接下来在赋予同业公

会等自治团体以合法地位的同时（黑格尔，2016：434-435），也塑造了一种既

具有现代世界特征又有古希腊城邦伦理特征的国家理想（泰勒，2012：
520）。黑格尔在讨论主权问题部分刻画了这一现代特征，而对由德意志引

发的一战的分析也将以此为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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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认为，与希腊人通过寻求神谕、祭神等求得国家大事和国家紧急

关头的最后决断不同，现代国家的显著特征是国家具有一种人格性，而主权

作为整体人格性凭其意志以“我要”作决定。

国家之为自己规定自身的、完全主权的意志，是最终的自我决断，

这一观念现在就易于把握了。比较困难的是，把这个“我要”（Ich will）
作为人格来领会。这不应该是要说，君主可以为所欲为，毋宁说他是受

咨议的具体内容束缚的……这个“我要”造成古代世界和现代世界的巨

大差别，所以它必须在国家这个巨大建筑物中具有其固有的实存。但

可惜这一规定只是被视为外在的和随意的。（黑格尔，2016：426）

但是这种“我要”是受限制的。然而，从特赖奇克拒绝黑格尔的辩证法、

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从综合转变成对立的解释中（Megay，1958：
309-310），涂尔干看到，黑格尔理论中只有现代国家才具有自我意识人格说

出“我要”的主权意志，在失去市民社会这个自治环节时，它却不受限制地发

展和膨胀，直至陷入一种意志狂热之中（涂尔干，2020f：474、488-490）。

不仅如此，在此过程中，为了克服每一个障碍，向自己解释摆脱束缚后涌

动的能量，德意志还塑造了一个神话，并且它越来越发达、复杂和系统化。德

国试图从种族、历史、传说、诗歌中找到自身民族优越性的解释，涂尔干认为，

这种泛德意志神话的出现让黑格尔原本既抽象又神秘的国家变得具体、鲜活，

乃至其灵魂成了某种意志的态度。所以，对德意志的这种心态（mentalité）的

研究就成为分析战争起因的关键。经过系列分析之后，涂尔干写道：

上述心态的根源在于存在着一股向上的努力，试图“超越所有人类

力量”，并且驾驭它们，对它们行使充分而绝对的主权。……这个理想

本质上是一种统治，个人太弱了无法实现，但国家能够而且必须实现这

种理想，通过国家把个人力量收拢起来，牢牢地攥在手中，并使他们趋

向这个唯一的目标。国家是唯一能够实现超人的具体和历史形式，尼

采就是超人的先知和预言家，而为了成为超人，德意志国家必须投入全

部力量。德意志国家必须“高于一切”，高于所有特殊的包括个人和集

体的意志，高于道德法则本身，除了它自己提供的法则之外没有其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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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它能战胜一切阻力，并在它没有被自发接受的地方通过强制手段

强加于人。（涂尔干，2020f：489）

涂尔干认为，这种意志状态是病态的，不仅仅是因为它对一切限制不耐

烦，更是因为主权的理想性被病态地实践，这是一种被过度激发而产生的力

量。由此，通过特赖奇克的政治理论，我们看到此时德意志国家的政治组织

结构回到了黑格尔分析的起点——古希腊城邦，由于无法处理个体的主观

自由和特殊利益之间的冲突，就以压制特殊利益和个体自由的方式取消了

市民社会之于现代世界的政治价值。

五、现代国家问题的社会病理学诊断

涂尔干将德国作为社会病理学案例来看待，既让人联想到他在《自杀

论》中的类似论述，又仿佛让人看到了他在《宗教生活基本形式》中所说的集

体欢腾之后的精力衰竭。同时，这也意味着国家只有在保持与其所处历史

演进阶段相对应的形态时才能具备正常的心态。但这与涂尔干此前在《社

会分工论》和《自杀论》中力图从社会团结的类型角度确立现代国家的基本

构型不同，因为德国的情况并不是取消中间团体的正当性，而是令其公民和

次级团体都从属于国家。也就是说，涂尔干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事实。

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事实，涂尔干自然会对原本在文明民族大家庭中

发挥领导作用的德国发生如此剧烈的转向表达不解。涂尔干认为德国有

相当的理由可以避免战争的发生。涂尔干到巴黎之后专论过德国思想家

的贡献：一是 1903—1904年开设的课程“法国教育史”。这门课一直开到

一战爆发。在反思和克服拉丁文明或罗马文明对人的理解的局限时，涂尔

干专门提及了 19世纪初赫尔德和洪堡等德国人文主义者在借助支持希腊

文明以克服拉丁文明所塑造的人的狭隘理解方面的贡献。二是在 1903年

与福孔奈一起回顾学术史，讨论到19世纪初出现的新科学时，详述了德国学

者在人类学、文明科学等领域的开创性贡献（涂尔干，2020e：471；2020h：
424-428）。在涂尔干看来，前一贡献在德国的影响是失败的，后一贡献则

影响深远，比如 1915年涂尔干在分析特赖奇克的政治思想时还不忘强调

德国学者思想中的民族精神（die Volksseele/ l’âme du peuple）概念对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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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贡献。

涂尔干认为，“民族精神”作为区别于国家的概念，“使人们注意到那些

非个人的、匿名的、不明显的力量，而这些力量在历史上并非是最不重要的

因素”（涂尔干，2020f：472-473）。这种力量的重要性所对应的正是法国科

学中风俗（集体意识）之于政治/国家的意义（里德尔，2020：55）。事实上，正

是该思想鼓舞了年轻时的涂尔干将其“社会”理论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实在论

（Jones，1999：178-231），而他对契约国家论局限性的克服，也是依托于这种

非个人的匿名的力量，即一种社会的内在法则来实现的（陈涛，2014）。让涂

尔干不解的是，借助非拉丁文明对此后基督教文明进一步孕育出的个人主

义的反思、通过赋予民族精神以一种非个人的力量的方式，最后都没能在遏

制战争方面发挥作用。

从前文可知，涂尔干对德国发动战争的原因的解释是从“国家与市民社

会之间的对立”这对关系开始的，所以，他的社会病理学诊断也将从这对关

系出发。实际上，在讨论“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时，涂尔干有一个有异于他

在 1898—1899学年讲稿中所提概念的提法：国家与人民而不是公民之间的

关系。涂尔干指出，“在民主社会里，人民（le peuple）和国家仅仅是同一实体

的两个方面。国家就是被唤醒的人民，有它的自我意识，认识到它的需要和

愿望—— 一个更完善和明确的意识”（涂尔干，2020f：471），但是在德国，两

者是相互区别的。

为了把人民与国家区别开来，特赖奇克和许多其他德国思想家们

更青睐市民社会这个词。市民社会包括了该民族（la nation）中与国家无

直接联系的一切事物，家庭、贸易和工业、宗教（当它不是国家的一部分

的时候）、科学、艺术。所有这些活动形式都有它们共同的特征，我们自

愿和自发地接受它们。它们起源于人的自然倾向。根据我们的自由意

志，我们建立家庭，爱我们的子女，努力工作以满足他们和我们自己的

物质需求，探寻真理，享受审美乐趣。在这里，不需要国家的介入，我们

就可以拥有完整的生活。（涂尔干，2020f：471）

通过黑格尔及其追随者，涂尔干再次遭遇了由亚当·斯密奠定的政治经

济学传统中的文明社会/市民社会理论。这种对立关系的设定或分离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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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去政治的商业社会。所以，如前所述，如何将这个分离出来的经济生

活“社会地组织起来”便成为其时代的首要问题，但如何政治地解决更是欧

洲各国共同面对的难题。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以社会类型取代文明

阶段论来克服政治社会与商业社会/工业社会之间的分离，而从 1917年的

《对“未来的政治”的一项调查》来看，他对现代国家的角色和政治社会的结

构看法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也就是说，他仍坚持反对这种分离。

按照涂尔干的观点，国家之所以等同于政治社会（société politique/so⁃
ciété civile，又可称为政府机关），其原因就在于国家的产生——不断专门化

的过程，或者说，是从无组织到专门功能化的组织社会的过程。由于其过程

完全有赖于社会具有一种并不会因为政体的变化而改变的不可逆转的集中

化趋势，所以，当时有关绝对主义政体和民主制政体的争论便是围绕这个集

中化展开。在《刑罚演进的两个规律》中，涂尔干对集中化与绝对主义政体

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回应，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他对政治组织做了最具争议的

处理：他对其与社会的先天构成（社会基质）做了分离。涂尔干给出了如下

理由：他认为，“政府或多或少带点的绝对主义（absolu）特征并不与哪个特定

的社会类型相关”，因为“罗马城邦，特别是自王政倒台以来，直到共和国的

最后一个世纪，都没有任何绝对主义；然而，它所形成的各个环节或局部社

会，正是在共和国时期达到了非常高的集中和融合程度”；他继续举例说：

“十七世纪和十九世纪的法国属于同一（社会）类型，然而最高调控机构已经

发生了变化”，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认为，从拿破仑一世到路易·菲利普，法

国社会从一个社会种过渡到了另一个社会种，同时，从路易·菲利普到拿破

仑三世经历了一个相反的变化。这种转变与种的概念本身是矛盾的”（涂尔

干，2020a：524-525）。简言之，政体的剧烈转变不可能连带着社会种（类型）

的持续转变。这种错位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政体类型关心的集中或集权问

题，本质上变成了一个极不确定的问题。由此，涂尔干认为，绝对主义政体

“这种特殊的政治组织形式与社会的先天构成无关，而是出于个别的、暂时

的、偶然的状况”（涂尔干，2020a：525）。

尽管涂尔干承认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但

取消了对诸如绝对主义政体的社会学分析。换言之，对有关现代国家问题

的分析，社会学变得不可能。不过，涂尔干同时还提供了另一个颇具孟德斯

鸠味道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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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主义政体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描述。法律生活围绕两极展

开：构成其结构的关系是单边的，或者相反，是双边和相互的（récip⁃
roques）。这至少可以说是摇摆其间的两种理想类型。……现在，最高

权力与社会其他部分的关系越是单边，换句话说，它们越是类似于人与

所拥有的物品之间的关系，政府就越是绝对。反之，它与其他社会组织

的双边关系越完全，它就越不绝对。（涂尔干，2020a：522-523）

这种分析框架的转换似乎颇有预兆地要克服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分

离，使得现代国家问题又变得可分析了。经过这种转换，涂尔干认为，最高

权力与社会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绝对主义政体和民主政

体之间的区别，尽管此时他坚信“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完全没有限制”（涂尔

干，2020a：521）。也就是说，纯粹的绝对主义政体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仅

作为理想类型存在而已。

中央权力绝对与否，取决于是否存在制衡力量，这些制衡力量是

为了节制它而常规组织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预见，产生这种权力

的原因是，社会的所有管理职能几乎完全集中在同一个人手里。事实

上，由于这些功能的极端重要性，它们不可能集中在同一个人手里，否

则这个人就会对社会所有其他人具有特殊的优势，而正是这种优势构

成了绝对主义。……这种过度集中产生了一种自成一类的社会力量，

这种力量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支配了所有其他人并使之臣服。这种优

势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也得到了行使，因为拥有特权的人被

赋予了如此的威望，以至于他几乎具有了超越人类的本性；因此，甚至

无法想象他可以像普通人一样，受到常规义务的约束。（涂尔干，

2020a：523）

由此，德国作为欧洲问题便可以理解。其原因自然与面临来自斯宾塞、

经济学家所阐释和捍卫的英国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康德、卢梭等的个人主

义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有关。用黑格尔的话说，如何克服契约国家论的

不足，同时赋予现代个体自由以正当性，更在于德国与英法等其他国家在

处理该危机的不同思想资源及其后果上。以法国为例，涂尔干借助的是圣

-- 232



http://src.ruc.edu.cn社会学评论2023年第5期

西门等社会主义思潮将经济生活“社会地组织起来”这一取自现代世界的

经验，而德意志则以一种完全自足且具有绝对主权的古代国家观念来应

对。相比于法国，尽管德国思想家所使用的市民社会已极具现代世界意

味，但这种应对方式的直接后果是加剧了而不是调和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

对立。最终，德国在国家形态上突破了涂尔干认为不可能的形态，不仅否

定了英国的个人主义，也否定了法国等一切以基督教文明为背景的现代文

明国家的现实性。

所以，在对“德意志高于一切”的分析中，涂尔干综合了两个层面的分

析：其一，构成社会基质的那些要素才是分析国家问题的基础，也就是说，

观念、信仰等因素而不是政体类型才是分析现代国家问题的切入口；其二，

整体政治社会的结构，即最高权力与社会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才是判定国

家性质的依据。前者延续了他在《社会分工论》中对文明阶段论的批评，但

也吸收了其内涵，比如技术和经济生活也构成了他的文明内涵，后者则是

其一以贯之地将对社会体及其结构的考察作为判定现代国家正常与否的

依据。也就是说，现代国家的集体心态与其内在政治社会结构是涂尔干对

现代国家问题做出社会病理学诊断的基本落脚点，而最终的标尺则是文明

程度/等级。

事实上最近以来，一种不同的看法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很多

历史学家认为，国家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结果；国家在其中发挥重

大作用的事件，如战争、外交谈判和订立各种条约，都是社会生活最表

面的要素；历史发展的真正因素是观念和信仰、经济生活、技术和艺术

等等。他们说一个民族（peuples）在世界上的地位，首要的还是取决于

它的文明程度。（涂尔干，2020f：475）

涂尔干似乎又回到了孔德一般文明进程的立场。在面对现代世界危机

时，他一以贯之地反对复古。对现代世界而言，“审议、反思是政府机构中活

动的一切特点”，同时国家或政府机构亦不必再处于隔绝状态，而是保持其

与社会其他部分持续的沟通，消除其神秘性（涂尔干，2020b：111-113），即

应是一种世俗化和现代民主制状态，这是涂尔干在 1898—1899学年讲稿中

对现代国家的刻画。

-- 233



德意志作为欧洲问题：涂尔干对现代国家问题的最后思考

六、余 论

相比于上述社会病理学诊断的国家形态，我们可以将涂尔干修正之前

的国家理论中的国家形态视为他所期许的理想国家，该理想状态自然也是

处于规范状态的国家形态。在 1898—1899学年讲稿中，涂尔干论述了另一

种有别于黑格尔的公民宗教形态，他希望培养一种更严肃的爱国主义，这可

以视为对德意志问题作为欧洲问题的持续思考。

在这份讲稿中，涂尔干一方面通过爱国主义（家园主义）讨论了民族道

德与人类道德日益趋近，其差异不断被抹平；另一方面又将尊重法律和选举作

为公民的基本义务（涂尔干，2020b：105、141-142，另见 Lenoir & Durkheim,
2007：49-51）。也就是说，涂尔干看到了被卢梭认为“毫无价值”可言的人类

的宗教和公民的宗教相结合的可能性，即个人“同时既是信徒又是公民”的

可能性。显然，此刻的人类的宗教不再是卢梭所说的福音书宗教，而是涂尔

干在《个人主义与知识分子》中提出的“人性宗教”。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更安静，但也更持续和会产生有效行动的爱

国主义，其目标是社会的内部自治，而不是对外扩张。这种爱国主义并

不排除任何民族自豪感；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的个性，如果他们没有感

觉到自身，意识不到他们究竟是什么，就不可能存在，而且这种感觉又

总掺杂着某些个人的东西。只要有国家，就会有社会自尊，没有比这更

合理的了。但是，社会可以其自尊体现在最公正、组织得最好、道德结

构最好的地方，而不是最伟大或最富裕的地方。毫无疑问，我们还没有

到达这种爱国主义能够不受挑战地盛行的时代，如果这种时代能够到

来的话。（涂尔干，2020b：106）

这种被期许的爱国主义，就是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所描述的，在更

大规模的社会产生过程中，基于不同层级的家园主义生发出来的。这里“社

会可以其自尊体现在最公正、组织得最好、道德结构最好的地方”就是指基

于“个体-次级群体-国家”这一相互制衡的结构产生出来的道德状态。涂尔

干将此结构视为个人主义产生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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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无论是矫正当时法国个人主义的抽象性，还是表达现代国家所承

载的功能，一种道德的个人主义或个人崇拜就成为个体“同时既是信徒又是

公民”的基础，只不过这种对普遍的人类的崇拜已经褪去宗教的光环。专注

于国家内部自治的爱国主义和对普遍人类崇拜的个人主义，由此综合成为

尊重法律和选举的义务，而后者通过代议制民主制的方式，即从法律和社会

组织两个途径实现自由和公正。这是一种公民宗教，即要求公民能够变成

政治家参与政治，维护共和体制，又要求信仰个人主义的民众坚守生发个人

自由和公正的社会结构及其组织状态（亦参见汲喆，2011）。因此，各类次级

组织便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魏文一，2014：91-96）。因为只有凭借各类次

级组织的道德力，才能产生个体的自由和进一步的公正，并将国家和社会重

新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在涂尔干看来，现代国家并不会因为经济领域的兴

起而独立出来，而是从根本上依赖这种内生的社会结构，甚至可以说，这种

结构本身就是现代国家的特征。

本文重拾涂尔干学术生涯晚期对现代国家问题的思考论题，不仅是要

厘清涂尔干为我们今天思考现代国家和战争问题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学分析

传统，还试图表明今天的世界依然面临着与涂尔干时代相同甚至更为复杂

的危机。如何综合现代经验处理好本国既有历史遗产以应对这种危机，仍

是摆在各国面前的不小的难题。涂尔干将文明维度引入他的社会病理学分

析，足以表明这种危机是现代世界的内在危机，而捍卫已有文明成果则是我

们共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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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y as a European Question:

Durkheim’s Final Thoughts on the

Modern State Problem
LI Ying-fei

Abstract: Taking Hegel’s social theory discussed by Durkheim as a clue, the
paper attempts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Durkheim’s thinking on the modern
state problem in his last years. It is argued that Hegel’s social theory always
serves as a reference for Durkheim when he was concerned about the modern
state, and such a function continued until he speculated about“Germany above
all”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With this clue, the paper reveals not only the
crisis confronting the British and French tradition of individualism in the mod⁃
ern world but also the fundamental challenge brought to the European civiliza⁃
tion of individualism by the German state form that developed during its dealing
with the crisis, which constitutes the very reason of Durkheim’s revision to his
state theory. Finally, the paper attempts to distil Durkheim’s socio-patholog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diagnosis of the modern state problem.
Keywords: Hegel, civil society, modern state, social pat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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